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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内外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的文献，分析科学测量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问题。结

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化尚未基本完成，现有的研究开发了多种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

法、维度和项目。公共服务动机可以采用间接和直接两种方法进行测量。间接测量是测量个人

激励偏好、个人工作选择等；直接测量是采用单一的问题直接测量或不同维度的量表测量，直

接测量是当前主流的测量方法。不同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在维度和项目上存在差异，Perry量

表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发展，有学者试图设计出适用于不同国家的通用量

表。目前，关于Perry四维量表、测量维度和项目构成、跨国测量、量表长度等还存在争议。既要

关注新维度的开发，也要兼顾量表的简洁性，同时考虑测量的地区差异性。因此，未来研究要

着眼于开发免受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的普适性量表，也应结合中国行政体制与文化特

色，推进公共服务动机的本土化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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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强调了“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增进民生福祉，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1]的重要性。公共部门和私人

部门一个亘古不变的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激励

员工，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服务质量。在私人

部门中，已经形成了以物质激励和外部机制为主

体内容的激励和监管体系，用以激发“经济人”

的理性动机。这一手段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

响下被引入公共部门并在改革之初发挥了极大

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在“经济人”

假设基础上的激励理论没能在公共部门取得预

期的效果，新公共管理运动遇到了发展瓶颈。

公共管理学者们开始反思和研究公私部门在员

工激励和价值导向上的差异。研究表明，与私

人部门雇员相比，公共部门雇员更加看重帮助

他人和服务社会而非物质性奖励。[2-3]并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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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对共同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承诺采取行

动，[4]因此他们的个人行为不仅仅是理性和自利

选择的产物，还受到规范性和情感性动机的影

响。[5]基于此，Perry和Wise第一次提出了公共服

务动机这一概念。此后，公共服务动机得到学者

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国际管理学界的热点

研究领域。[6]许多实证研究都支持公共服务动

机有助于改进工作绩效和服务质量。当然，在这

些发现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公共服

务动机被准确地测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和可

测量的公共服务动机构造可能影响着公共人力

资源管理的许多关键领域。然而学术界并没有

很好地解决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化问题，在如

何测量公共服务动机上仍然存在争论。[7]

现有的研究开发出了多种公共服务动机的

测量方法、维度和项目，这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实

证研究结果之间具有不完全的可比性。公共服

务动机是一个产生于美国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

概念，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是基于美国。虽然已有

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或多或少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概念，在欧洲和亚洲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不能因此忽略文化和制度在测量中的作用。

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和中国传统美德十分类

似，更与为人民服务思想相通，可以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我国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却明显滞后。就笔者

收集到的资料而言，大陆学者仅发表了52篇外

文学术论文，117篇中文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

会议论文①；只有刘帮成、包元杰、朱光楠等少

数学者长期致力于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将开展以下研究。

第一，总结公共服务动机的不同概念，说明什么

是公共服务动机；第二，归纳和比较不同类型的

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方法；第三，分析现有研究中

提出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维度和项目，探究普

适性量表；第四，关注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存在的

争议，提出研究展望。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和测量
意义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

公共服务动机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Plato和

Aristotle时期，中国文化中博爱、厚生等思想也

与公共服务动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代，公共

服务动机这一术语起源于对公共服务伦理的讨

论。早在1975年，Buchanan以工作投入作为公

共服务动机开展研究。但结果显示公共部门管

理者反而比私人部门管理者呈现出更低的工作

投入，说明工作投入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共服务

动机。[8]为改善该情况，Rainey采用“参与有意

义的公共服务的意愿”这一更加直接的问题，调

查了公共和私人组织雇员在激励动机方面的差

异，并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术语。[9]经过

长期积累与研究，在1990年，Perry和Wise提出

了公共服务动机第一个概念化的定义，即“个人

受主要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与组织的动机所驱

使的倾向”，并从理性、规范、情感动机界定了

公共服务动机的类型。[10]他们还提出了关于公

共服务动机的三个推断：个人的公共服务动机

越强，越有可能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在公共部

门，公共服务动机与个人绩效密切相关；更能吸

引高公共服务动机成员的公共部门更加不依赖

于功利性的激励来管理个人绩效。[11]自此，学界

开始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

正如Rainey所言，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广

泛、多层面的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界定。[9]在

Bozeman和Su[12]整理的公共服务动机概念基础

上，笔者梳理发现5类共24个有关公共服务动

机的概念。②将公共服务动机看作是一种动机

或价值；将公共服务动机与利他和亲社会行为

相联系；将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提供相联

系；从激励偏好界定公共服务动机；从部门的性

质界定公共服务动机，详见表1。可见，公共服务

动机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① 检索日期为2022年1月7日。

② 检索的文献来源于正式发表的英文期刊，检索平台为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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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时间 定义

（1）将公共服务动机看作是一种动机或价值

1
Hal G.Rainey,Paula 

A.Steinbauer
1999

公共服务动机是为社区居民、国家、民族或人类的利益服务的

一般利他动机。

2 Jeannette Taylor 2007
公共服务动机是驱使个人从事某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的混合

动机。

3
Bradley E.Wright,Sanjay 

K.Pandey
2008

公共服务动机可以被看作是与工作相关的价值或奖励偏好，例

如，雇员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和从事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意愿。

（2）将公共服务动机与利他和亲社会行为相联系

4
James L.Perry, Annie 

Hondeghem
2008

公共服务动机既不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上独特的动机，也

不是超越个人或政治利益的更大的政治实体的信仰或价值，而

应当被看作是利他主义等思想的子集。

5
Bangcheng Liu,Ningyu 

Tang,Xiaomei Zhu
2008

公共服务动机是亲社会和他人导向的动机和价值的一种表达，

代表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实施利他或亲社会行为的倾向。

6
James L.Perry,Annie 

Hondeghem
2008

公共服务动机指的是个人本着为他人和社会做好事的目的为

他人服务的导向。

（3）将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提供相联系

7 Patrick Francois 2000
公共服务动机是鼓励员工致力于有价值的社会服务，而不考虑

他们的努力产生的影响。

8
Patrick G.Scott,Sanjay K 

Pandey
2005

公共服务动机表达了致力于公共服务，追求公共利益，从事有

利于社会的工作的想法。

9 Jerrett Myers 2008

重建公共服务动机可以看做是增加公共服务数量，改进公共

服务质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会产生与绩效工作等高强度

激励相关的交易和监管成本。

（4）从激励偏好界定公共服务动机

10 David J. Houston 2006
公共服务动机假设公职人员具有服务大众的特点，他们对共

同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作出承诺，并受到多种奖励的激励。

11 Sangmook Kim 2006 公共服务动机的特征是对内部激励而不是外部激励的依赖。

12 Bram Steijn 2008
公共服务动机可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内在动机，属于工作的内在

心理满足，如发现工作有趣、充满挑战、智力刺激和丰富多样。

（5）从部门的性质界定公共服务动机

13
James L.Perry,Annie 

Hondeghem
2008

公共服务动机指的是个人大体上并不完全是利他的动机，并主

要根植于公共机构内部。

14 Adrian Ritz 2009 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主要由于公共机构的特点而引发的动机。

15 Sangmook Kim 2009
公共服务动机主要描述个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社会做出贡

献和帮助他人的动机，不论行为发生在公共还是私人部门。

16

Simon Anderfuhren-

Biget,Frédéric Varone,David 

Giauque,Adrian Ritz

2010
公共服务动机由高层次需求的实现构成。与公共价值相一致

的意愿是公共雇员的特殊需求或动机。

表1   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分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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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可以将公共服务动机界定为：个

人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长期存在

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思

想和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服务动机，做

如下延伸：公共服务动机受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组织（工作）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公共服

务动机是长期存在并不断变化的，例如，公共服

务动机会影响个人的工作选择，反之，工作性质

和工作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公共服务动机；通

常认为公共部门的雇员具有更高的公共服务动

机，但它也存在于私人部门雇员中；公民的利他

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既受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也受其他动机和激励手段的影响。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意义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核

心概念，是影响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质量的重

要因素。[13]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的个人-组织匹

配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公共服务动机与政府绩效

和公共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要科

学地测量公共服务动机。该理论认为，具有较

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人更有可能到公共部门工

作，并具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因此，公共部门在

招聘雇员时测量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将有助

于筛选出最适合公共部门岗位的雇员，起到帮

助组织实现更高政府绩效的作用。此外，在日常

工作中，公共部门定期测量雇员的公共服务动

机，将有利于组织了解和预测雇员的工作态度

与行为，为组织优化自身建设提供方向。例如，

组织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工作氛

围，向雇员灌输公共服务思想，激发雇员的公共

服务动机，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与行

为，进而达到提升组织工作绩效和公共服务质

量的效果。

三、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式

科学测量公共服务动机，首先需要选择合

适的测量方式。现有的测量方式大体上可以分

为间接（客观）测量和直接（主观）测量两类。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间接测量

1.测量个人的奖励（激励）偏好      

如果一个人更加看重工作中的内在激励，

如帮助他人、服务大众和社会、自我价值实现，

而不是稳定的工作、工资、地位、晋升和威望等

外在激励，那么通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公共服

务动机。[14]

2.测量个人的工作选择

通常认为具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人更

有可能到公共部门工作，同样地，公共部门和非

营利组织部门的雇员与私人部门雇员相比，具

有更高的公共服务动机。[5,14]

3.测量个人是否具有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通常认为致力于参加志愿活动、无偿献

血、爱心捐赠、付出时间等活动，或在工作和生

活中表现出其他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个人

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3,15]

间接测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们对公

共服务动机的隐瞒和夸大，但是测量所得并不

是公共服务动机本身。因为奖励（激励）偏好、

工作选择、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在很多研究

中都主要被当作是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果。此

外，学者们还没能清晰地揭示公共服务动机与

奖励（激励）偏好、工作选择、利他行为和亲社

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证明哪个因素是

因，哪个因素是果）。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直接测量

1.采用单一的问题直接测量      

在吸取Buchanan的失败经验后，Rainey采

用“参与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意愿”这一直接

单一的问题测量公共服务动机，并发现了公私

部门雇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

2.采用单一或有限维度的量表测量      

美国功绩保护委员会在1996年开展的价值

原则调查中使用一份由6个项目组成的单一维

度的量表测量了10000名联邦雇员的公共服务

动机；同样地，Castaing使用仅包含“致力于公

共利益”单一维度的4个项目量表测量了法国公

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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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多重维度的量表测量       

学者们在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维度上尚存

争议。在现有的多维度测量量表中，最早提出、

认可度最高和使用最为广泛的是Perry1996年

提出的4个维度、24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动机量

表。[17]之后提出的量表多是结合不同国家的数

据对这一量表的验证、补充和简化。[18-19]其中使

用比较多的有Kim等人2013年提出的包含4个维

度16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20-21]

总而言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式正从

间接（客观）测量向直接（主观）测量转变，主

观测量量表已是当前研究的主流，这与社会科

学领域评价研究的趋势相符合。当然，自我评价

存在内生性问题难以克服的弊端，今后需要更

多地加入实验和准实验的研究方法。

四、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和项目

Vandenabeele指出，虽然存在多种量表，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仍存在争议。[7]在操作层

面，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测量维度和项目上。借

助Knote和Wright先前开展的社会学研究，Perry

最早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可操作化的公共服务

动机量表，其中描绘了情感、理性和规范3类动

机。随后Perry从三种动机中演化出了公共服务

动机的6个维度和40个具体的测量项目并在进

一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形成

了一份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致力于公共利

益”“同情心”“自我牺牲”4个维度24个项目构

成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17]

Perry量表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服务动

机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应用这一量表证明了

公共服务动机的存在，探究了公共服务动机对

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现了

该量表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对量表所包

含的维度和项目进行了验证和调整。Coursey和

Pandey在他们的研究中删除了“自我牺牲”维

度，提出了一个由3个维度10个项目构成的公共

服务动机量表。因为在他们看来是否包括“自

我牺牲”对量表的整体效度影响不大，并且3

个维度构成的公共服务动机结构与理论研究

更加契合。[22]该量表已大大简化了Perry的24项

量表，但两人并未止步于此。2009年，他们提出

了包含“致力于公共利益”“同情心”“自我牺

牲”和“社会公正”4个维度共5个项目的公共

服务动机量表。[23]这也是目前得以验证的最为

精简的公共服务动机多维度量表。Coursey还

和Perry等人共同验证了一个由“致力于公共利

益”“同情心”和“自我牺牲”3个维度构成的量

表的有效性。另外，Simon和Frédéric通过调查

瑞士3754名城市公务人员，提出了一个包含4个

维度共14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上述量表大多用于国外的公共服务动机

测量，为提高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在中国情境下

的适用性，Liu等人基于中国公务人员和在职研

究生的调查，提出了一个由“政策制定的吸引

力”“致力于公共利益”和“自我牺牲”3个维度

构成的12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24]在这

之后，Liu和Perry在一项针对中国华东某大城市

A区241名公务员的研究中修订了该量表，增加

了“同情心”维度，提出了一个4维度共18个项目

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25]同年，包元杰和李超

平通过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和统计检验

对Kim提出的公共服务动机跨文化量表进行修

订，提出了8个项目的短版中文公共服务动机量

表。[26]此外，杨开峰和杨慧珊在Perry量表基础

上，增加了“社会认可与名声”“道德支持”2个

维度，提出了一个6个维度18个项目的更符合中

国情境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27]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模型

除了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构成维度和项

目进行修订，Vandenabeele等学者还尝试对由不

同维度构成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测量模型）

进行比较。Vandenabeele使用1714名在校大学

生的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比较

了5种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模型。模型1采用Perry

提出的4维度模型；模型2采用Perry提出的3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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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型；模型3对应模型1，在具体项目上根据克

隆巴赫分析进行了删减；模型4由“政策制定和

政治的吸引力”“同情心”“自我牺牲”3个维度

构成；模型5由“政策制定和政治的吸引力”“公

共利益/公民义务/自我牺牲”“同情心”3个维

度构成。研究发现，模型3、模型4和模型5比较

适用。[28]而后，Vandenabeele又收集了不同研究

中有关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和项目，构建

和比较了3种公共服务动机模型。[29]模型1包括

“政治与政策”“公共利益”“同情心”“自我牺

牲”“公平”“官僚治理”“消费者导向”7个维

度；模型2包括5个调整后的维度，分别是“政治

与政策”“公共利益”“同情心”“自我牺牲”和

“民主治理”；模型3包括4个调整后的维度，分

别是“政治与政策”“公共利益”“同情心”“民

主治理”。比较后的结果表明，模型2和模型3比

模型1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具有更高的信度和

效度。

（三）公共服务动机的普适性测量

另外，还有学者开展了跨国的公共服务动

机测量，试图设计出适用于不同制度和文化特

色的国家通用量表。20 06年Vandenabeele与

Scheepers等人合作，采用比较研究法分析了英

国和德国在公共服务动机方面的差异。该研究

表明，两国在公共服务动机方面 存在相似之

处，但区别同样显而易见。两国公民对“政治和

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公共利益”“同情心”“自

我牺牲”“公平”“服务供给”“技术优势”“官

僚制”等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维度的关注点和

评价上都存在差异。[30]此后，Vandenabeele又发

现欧洲不同国家存在许多与公共服务动机相似

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准确地测量

公共服务动机，作者在美国的Perry四维量表基

础上增加了“民主治理”维度，使其更加适用于

欧洲国家。[7]然而在一年后，当Vandenabeele和

Steijn等人把制度环境作为重要变量来分析和

比较不同欧洲国家间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时发

现，受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国家不仅

在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上有相似又存在差异，

而且在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维度和项目，以及

不同维度和项目的测量得分上也存在差异。[31]

为了尽可能解决跨国测量的差异化问题，

Kim和Vandenabeele首先开展了国际范围内的

公共服务动机内容共性评价研究，以便开发最

具操作化的定义，进而形成更加普遍的公共服

务动机构成维度。为此，他们提出，第一，公共

服务动机基于自我牺牲，可以归为工具、价值和

识别3类；第二，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维度包括

“公共参与的吸引力”“致力于公共价值”“同

情心”和“自我牺牲”4个维度。[32]随后，Kim和

Vandenabeele等12个国家的学者通过系统融合

不同国家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界定和测量，对

测量项目进行筛选，提出了一个由“政策制定的

吸引力”“致力于公共利益”“同情心”“自我牺

牲”4个维度构成的16个项目的公共服务动机量

表。[33]至此，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一

套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并得

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21，34]但他们指出，虽然这

一量表在跨国研究上具有更好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但应用于不同国家时还需要加以区别。研究

表明，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导致公共部

门雇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化。[35]同时，Kim和

Christian等人利用上述的16项量表对东欧、亚

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10个国家23000名公务

员展开原始调查时发现，研究只能比较公共服

务动机与不同国家的特征或管理实践之间的关

系，不能判定哪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动机平均水

平更高或更低。[36]这一研究结果强调了进行跨

国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时仍然存在的局限性。

五、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现存
争议与研究展望

（一）现存争议

综上，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维度和项

目，学界还存在以下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

1.关于Perry（1996）四维量表的争议     

Perry提出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是目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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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最高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对于这一量表

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自

我牺牲”两个维度。对于前者，有学者认为“政

策制定的吸引力”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与公共服

务动机利他的导向相违背；对于后者，则是认为

“自我牺牲”缺乏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还有学

者指出，随着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的发展，原有

的4个维度并不能涵盖公共服务动机的全部，还

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测量维度。

2.关于测量维度和项目构成的争议     

现有的量表多采用多维结构进行测量，

但具体的测量维度和项目各不相同。虽然不

同的 公 共 服 务 动 机 量 表都 具 有可靠 的 信 效

度，但测量 维度和项目地调整 仍有可能 影响

公 共 服 务 动 机 测 量 的 准 确 性 。这 背后 根 本

的问 题 在于 公 共 服 务 动 机 究 竟 是 一 个反 映

性结构（Reflective Construct）还是形成性结构

（Formative Construct）。如果是反映性结构，测

量维度的缺失和替换并不会改变公共服务动机

的本质，如果是形成性结构则会产生严重的问

题。通常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一个反映性结

构的概念，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测量维度组合

模型，寻求最佳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

3.关于跨国测量的争议     

虽然学者在公共服务动机跨国测量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仍没有很好地解决

国别差异问题。这会影响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和

国别比较的准确性。

4.关于量表长度的争议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过于冗长，既加大了测量的成本和难度，也阻碍

了其向更大规模的社会科学领域推广。这就需

要我们在测量维度开放和测量项目筛减之间做

出权衡。笔者认为如果是测量某一地区或群体

的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和现状，可以采用较为

完整的量表。如果是测量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

和影响，或是将公共服务动机作为研究模型中

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则适宜采用较为精简

的量表。

（二）研究展望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的未来研究趋势，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总结为两点。

1.公共服务动机的跨国测量     

从国际视野出发，结合上一节中提到的争

议，不难看出，目前学界在跨国测量方面形成了

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但在应

用于不同国家时仍需加以区别，保证测量准确

性。因此，未来的研究仍要致力于解决不同国别

的差异化问题，降低不同制度、经济、文化等环

境的影响，力求形成不受制于国别的公共服务动

机通用量表。

2.公共服务动机的本土化测量     

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诞生于美国，现有的

量表也主要以西方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设计和

修订。但中国的行政文化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

差异，我们具有不同的国体和政体，一直将为人

民服务作为公务人员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同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体党员提出“三个务必”的

要求，为新任公务人员开展基层工作指明了正

确方向。公务人员可能会更加关注自己能否提

供有力的公共服务以兑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承

诺。因此，未来在引入和应用公共服务动机这

一概念时，使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和量表扎根

于中国语境和特色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在中国背景下研究公共服务动

机，除了验证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适用性，还

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开发具有国家特色的

新维度。结合中国的行政体制和传统文化，我

们认为未来在中国测量公共服务动机时，可以

尝试增加以下两个维度。一是“自我实现”维

度，这可以归入理性动机的范畴。因为在中国，

参政议政是许多有志之士毕生追求的目标和

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达者兼济天下”“学而

优则仕”等言论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进入公共部

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义务的向往。二是

“思想教育”维度，这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公共

责任”维度，可以归入规范动机的范畴。因为在

中国，我们从小接受专业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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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经过长期的熏陶，党和国家的价值导向和大

政方针已经内化成许多民众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自觉肩负起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责任，对公共

部门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感，选择到公共部门工

作。当然，以上是笔者的一些思考，具体的实现

方式仍有待考查。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拓

宽视野，从其他方面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维

度，进一步探索公共服务动机的本土化测量。

六、结语

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一大热点和趋势就

是如何通过主观层面（与人相关的因素）而非

客观层面的建设（规章制度、技术方法）提升管

理水平。公共服务动机与后“新公共管理”理论

相辅相成。具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人，更

愿意到公共部门工作，更有可能适应公共服务

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表现出更好的工作绩

效和服务水平。因此，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公共服

务动机的重要性，明白什么是公共服务动机，

更重要的是科学地测量公共服务动机。为此，

基于文献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公共

服务动机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第二，公共服务

动机有多种测量方法，多维度和项目的主观测

量是目前最盛行的方法；第三，公共服务动机

的测量仍存在不足，包括跨国研究的国别差异

性问题和本土化测量的适用性问题；第四，未

来不仅要着眼于解决跨国测量中面临的国别差

异化问题，还要关注公共服务动机的本土化测

量。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公共服务动机

的普适性测量，另一方面将为我国建设高效的

“服务型政府”提供保障，推进以中国式现代

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进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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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ation and Prospect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Measurement
DENG Jianwei, GAO Sibo, LIU Jingyi, DENG Wenhao & YANG Tian’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lated to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PSM.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SM has not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measuring 
methods, dimensions and items. PSM can be measured by indirect and direct methods. The indirect method 
is to measure the individual’s incentive preference, job choice, etc. The direct method adopts a single 
problem or scales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measure. Direct measurement is the mainstream method 
currently. Different PSM scales have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and items. The Perry scale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SM research. Some scholars have tried to design a universal scal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disputes about the Perry four-dimensional scale, composition 
of dimensions and items, transnational measurement and scale length. We ought to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mensions, but also balance the simplicity of the scale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easure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 universal scale that is free from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sides, we need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measurement of PSM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e.

Keyword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ublic 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 
dimensions; measurement items


